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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中左翼政党与工会关系变迁的根本原因是社会结构的变化，而在西方选举政治中，赢得选民是政党执政的唯一路径。

　　在《政党系统与选民结盟》一书中，美国学者西蒙·李普赛特和斯坦·罗坎提出了政党—社会结盟理论。两位学者描述了中心与边缘、国家与宗教、土地与工业、雇主与工人等四组社会分野，并认为在这些社会分野的基础上，选民会选择与能反映其利益的政党结成较为稳定的联盟。这种结盟模式清晰地反映在中左翼政党与工会的关系上。工会的早期活动主要采取体制外的社会抗议策略，力图通过罢工和游行这种柔性反抗的方式来传递其意愿。随着工人阶级逐步实现选举权，工会的斗争策略逐渐转向体制外抗议和体制内表达两种路径并用的策略。体制内表达最先出现的形式是工人代表参与议员选举。当工人代表在实现议会代表的突破后发现，仅仅是议会中的少数议席也是无法有效影响政策的，所以自行组党或与左翼政党结盟便成为其影响政治的主要路径。

　　中左翼政党与工会的关系模式

　　西方国家中左翼政党与工会组织的传统关系模式可以分为三种：同盟模式、准同盟模式和临时同盟模式。同盟模式（共生模式），是指左翼政党与工会组织关系非常密切，体现在政党与工会组织的干部交叉任职、工会会员也往往是左翼政党的基层党员、工会捐助在左翼政党财政中占绝对比重等方面。20世纪90年代前的英国工党、德国社民党等与工会的关系属于这一类。准同盟模式（协作模式），是指左翼政党与工会的关系比较密切，但在人事和财政上相互保留一定的独立性。在出现某些可能合作的议题后，政党与工会会进行具体协调。法国社会党是典型的代表。临时同盟模式（合作模式），是指双方关系比较平等和独立，仅仅在特定时期或特定议题上才会形成结盟关系，譬如美国民主党与工会的关系。

　　美国学者斯科特·弗拉纳根和罗塞尔·达尔顿在1984年的《政党与压力：发达工业社会的再结盟与解盟》一文中指出，结盟理论已经受到西方政治社会变迁的巨大挑战。两种新的政党与社会模式正在西方政治中出现：一种是再结盟模式，即政党和选民群体互相选择新的合作伙伴；另一种是解盟模式，即选民可能不再与固定的政党结盟，而是观察政党的具体政策，视政策（而非政党）进行投票。

　　基于此，弗拉纳根和达尔顿认为，两个新的变化在西方发达工业国家中出现：一是一些传统的碎片性的分野，如地区和种族冲突，在英国、法国、西班牙、比利时等国重新兴起；二是一些指涉生活质量的、非经济性的分野，如环境保护、核危险、性别平等、消费者权利等，在西方社会中也在彰显。同时，这些新的变化都在重塑着结盟关系。与再结盟同时出现的是一种解盟趋势，其暗示政党作为政府与社会之间的中介功能在下降。从传统功能上讲，政党的价值在于将民众意愿整合后输入政治，然后通过执政输出决策，但目前的发展是利益集团可以跨过政党直接对政府进行游说，而且这种利益实现可以不受执政与否的限制。因此，在解盟的过程中，两个因素的作用最为明显：一是大众媒体和利益集团取代了传统政党组织的动员功能，二是政府自主性的增强减弱了政党的政治输出功能。这里，解盟的趋势在美国最为显著，同时，在英国、荷兰和斯堪的那维亚半岛国家也有明显的表现。

　　再结盟与解盟

　　就中左翼政党与工会的关系而言，再结盟和解盟理论有着重要的寓意。两种模式都意味着中左翼政党与工会的结盟模式会动摇甚至瓦解。再结盟理论暗示双方可能会选择新的合作伙伴，而解盟理论则喻指双方可能都不再与固定的伙伴结盟。在此，以英国工党和德国社民党为例来说明这种同盟关系的变迁。

　　在英国，越来越多的中产阶级接近保守党，这削弱了工人阶级内部的凝聚力。越来越多的工人抛弃工党，甚至在那些半熟练工人、不熟练工人和工会会员中，工党也不再享有多数的拥护。20世纪80年代，撒切尔政府的发展“企业社会”和创立“民众资本主义”等政策造成了工人阶级的进一步分化，削弱了工党的社会基础。1994年，英国工党领袖布莱尔提出建设“新工党”的口号，内容之一便是改变工党的工人阶级属性，打造“跨越阶级”的全民政党。为此，工党采取一系列弱化与工会联系的措施，如减少工会在党内的投票权比例、大力发展个人党员、积极吸收社会捐款、向企业界靠拢等。这种共生关系的弱化在布朗执政时期有进一步发展的趋势。整体来看，英国工党与工会的共生关系在显著弱化。2010年工党下野。新工党领袖埃德·米利班德虽然在工会支持下获得了党魁地位，但明确表示不会支持更多的罢工运动。2012年2月，英国最大的工会组织联合工会的领导人迈克拉斯基号召工人在伦敦奥运会期间掀起日以继夜的大罢工，遂遭到工党的严厉批评。

　　在德国，社民党与工会的冲突主要出现在施罗德执政之后。2003年，施罗德称将在不与其他团体（暗指工会）协商的情况下实施必要的改革。对此，工会指责他们的社民党总理背叛了社会民主主义理想。施罗德在议会宣布大幅度削减社会福利的“2010规划”方案之后，德国工会联合会组织了多次游行示威，工会联合会主席佐默尔也称，工会联合会在下次大选中将不再支持社民党。此时，再结盟和解盟的情况已经在双方关系中同时出现。如冶金工业工会和服务业工会已经开始寻求联盟党的支持，成为再结盟的主要动向。而其他的工会理论家声称，“工会应立足于政党政治中间，不对任何政党负有义务，它必须为了自己成员的利益，和所有政党接触以实现他们的政治要求”，则成为解盟的征兆。尽管施罗德在2005年大选后淡出政坛，但是由于2005年后大联盟政府由社民党和联盟党组成，所以施罗德的政策仍在继续。2010年，德国社民党大选惨败，得票率仅为23％，是该党1949年以来最糟糕的选举纪录。约有280万社民党的传统选民（主要是工人）拒绝给社民党投票，这是社民党与工人运动解盟的代价。此外，还有200多万人选择投票给其他政党（包括绿党、自民党和联盟党），这演变为再结盟的信号。

　　社会结构变迁与再结盟形态

　　中左翼政党与工会关系变迁的根本原因是社会结构的变化，而在西方选举政治中，赢得选民是政党执政的唯一路径。所以，为赢得选举，中左翼政党纷纷将新中间阶层作为其新的社会基础。应该说，应对这种变化的主动权掌握在政党手中。而工会在某种意义上是左翼政党背叛行为的牺牲品。再结盟和解盟都主要是工会应对左翼政党背叛行为的策略性结果。再结盟是工会希望以背叛行为唤起左翼政党对它的重新重视，而解盟同样是工会希望以一种骑墙或游离的状态，意在让左翼政党感受即时合作模式的缺陷。无论如何，在这一过程中，工会的定位和行为都比较尴尬和困窘。

　　就未来而言，工会与右翼政党再结盟的可能性是比较小的。德国冶金工业工会主席茨威克尔向联盟党发出合作的意向后，基民盟雇员方面的负责人赫尔曼-约瑟夫·阿伦茨先是表达了对茨威克尔建议的欢迎，但转而指出，工会与联盟党之间在相当多的问题上存在重大区别。基民盟的态度表明，这一再结盟的难度远比修复传统联盟要高得多。相比较而言，作为一种中间状态，未来解盟的模式可能会出现的比较多。更为常见的情形是，工会仍然是中左翼政党的主要政治伙伴，但中左翼政党的合作伙伴却不限于工会，新社会运动产生的环保组织、女权组织、和平组织等都属于中左翼政党的合作伙伴范围。这些新社会组织的加盟，会把中左翼政党与工会的关系从同盟关系降级为准同盟或临时同盟关系。这样来看，欧洲国家传统上中左翼政党与工会的密切联系可能将成为过去，双方可能会发展为一种较为松散的协作或伙伴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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